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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军人之名——三世纪危机中的先军政策探析

杨雨萌  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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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时期，频繁更迭的“军营皇帝”现象给帝国带来了恶劣的影响。由于军事力量逐渐

主导了政治决策，军队成为了帝国堡垒政权的核心支柱，同时也对罗马帝国的未来发展带来了影响。在这个动荡的

时期，先军政策不仅影响了军队的运作，也在帝国的各个领域中留下了巨大的深刻印记。本文旨在探讨三世纪危机

中的先军政策指向的两大势力，并分析这一政策的产生的内外条件、以及实施过程，揭示了先军政策必定走向失败

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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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Third Century Crisis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frequent changes of the "barracks emperors" brought 
severe consequences to the empire. As military power gradually dominated political decisions, the army became the central 
pillar of the imperial fortress regime,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is turbulent 
period, the "Military-First Policy" not only affected the operations of the military but also left a profound impact across 
various sectors of the empi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wo major forces behind the Military-First Policy during the 
Third Century Crisis and analyz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that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this policy. The paper also 
examines its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reveals that the Military-First Policy was doomed to fail.
Keywords: The third century crisis; Roman empire; Barracks emperors

0 引言
军营皇帝指的是三世纪危机时期，依靠军队夺取政权

的罗马皇帝。他们多出身于行伍或行省长官，少数为平民，

军队既是其权力的基础，也是威胁其统治的隐患。由于军

队掌握废立之权，50 年间多位皇帝轮番登台，政权更迭频

繁。为稳固地位，军营皇帝普遍采取“先军政策”，将军

队利益置于优先，推行军事至上的统治方针。然而，这种

政策犹如饮鸩止渴，不断激发军队的贪欲，加剧了政局动

荡，加深了三世纪危机。即便部分皇帝试图削弱军队影响、

恢复君权，但军队已成为难以制控的权力主体，帝国也因

此步入难以逆转的分裂与衰败。

1 先军政策的指向
三世纪危机时期，罗马帝国的先军政策深刻体现于军

队权力结构的演变，特别是在近卫军与军团这两大军事力

量上的体现尤为突出。随着皇权日益依赖军力支撑，军队

不仅是边疆防御的主力，更成为政治博弈的核心。近卫军

原为皇帝的护卫部队，却逐渐超越“主仆”角色，演变为

掌控皇位更替的关键力量。而军团因塞维鲁王朝的优待，

其地位迅速上升，虽一时带来政权稳定，却也助长了军队

干政之风，加速了帝国衰败的进程。

1.1 骄横之师—罗马近卫军

近卫军是元首制的产物，作为 “数百年历史时段内，

近卫军从无到有，从‘安分守己’，到不可一世，荣辱兴

衰，波折起伏，从不同层面折射出罗马帝政史、军事史、

政治史的变迁轨迹。”这支由皇帝亲手组建、与君权深度捆

绑的军队，在帝国发展中极具影响力与破坏性。他们依附

于皇权享有特权，又常脱离控制，形成权力依赖与对抗的

矛盾格局。“正常状态下 , 近卫军与皇帝应保持一种主仆之

间的稳定关系，且对主子唯命是从。”一旦平衡被打破，近

卫军干政问题则将陷入覆水难收的局面。从朱里亚·克劳

狄王朝的卡里古拉的统治算起，首开近卫军扶持与弑杀的

罗马皇帝的先河。此后的弗拉维王朝，安敦尼王朝虽然未

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叛乱，但都相继出现过近卫军势力通过

各种方式僭越罗马皇帝的事件。因此，在处理近卫军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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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罗马皇帝们常常如履薄冰，在塔西陀的《历史》中

所提到的，维提里乌斯不安于近卫军的反复无常，但又忌

惮近卫军的实力。于是“他把他们分隔开来，继而又利用

光荣的退役来缓和他们的情绪。”，采用相对柔性的方式，

分化裁撤过于庞大的近卫军势力； “韦伯芗开始时任命自己

的亲戚阿莱西努斯·克莱门斯担任近卫军长官，并负责重

新组建近卫军。”以这样依靠血缘的方式重新掌控近卫军。

然而，宠溺军队的塞维鲁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调遣部

分驻扎在行省的军团迁至意大利，以此来制衡近卫军。这

一举措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终究只是治标不

治本。近卫军的存在仍然对皇帝的统治构成威胁，难以从

根本上解决皇权与军权之间的矛盾。

1.2 堕落之师—罗马军团

从公元 193 年到 284 年，罗马历史进入了元首政治的

衰落时期。军团的堕落，在塞维鲁王朝的建立时就有所端

倪 .塞维鲁王朝的建立不仅立足于军队，而且十分重视军队

的利益。关注军人的生活，“他让那些士兵都戴上金戒指以

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带着妻子安闲住在军营中，尽

量让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并且，塞维鲁对军队在金钱上

十分的慷慨大方。给予了手下军队大量的财富。到塞维鲁

在去世之前，还曾对继承者说过这样的话：“要和睦相处，

要让士兵发财，至于其他人，则可以无视他们。”接任的卡

拉卡拉，颁布法令授予了帝国所有自由民罗马公民身份，

其真实动机不过是为了增加公民缴纳的税赋，以此填充其

军事金库，向退伍军人发放赏金。纵观整个塞维鲁王朝的

统治，皇帝们对军队的控制，可以称得上成功，三世纪的

罗马社会与政局还算是相对稳定。但只依靠金钱收买军队

对统治的忠诚。注定不是长久的。“务实”的罗马军人选择

皇帝的标准是“单一”的，谁能够给予官兵更多的战利品、

军饷、金钱谁就是他们眼中的“好皇帝”或者是“好皇帝”

的候选人。这样单一的手段，对军队的讨好与放纵，给罗

马帝国埋下了祸根。随着塞维鲁王朝的统治轰然倒塌，在

军队上埋下的祸根已经酿成了恶果，伴随着三世纪危机，

罗马帝国的动荡正式拉开了序幕。

2 先军政策的成因
三世纪危机时期是军队兴风作浪的年代。各支军团与

近卫军拥立的罗马皇帝陆续登上政治舞台。这一局面的开

创要追溯到塞维鲁王朝的统治，且并没有随其覆灭而消失。

并在统治覆灭后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集中爆发。此时登台的

皇帝，毫无政治传统可言，更谈不上继位的合法性，统治

的时间都比较短暂。大部分皇帝的内政治理都有不同程度

的先军倾向，即所谓的先军政策。但先军政策并非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可以说，既有军营皇帝政权的内部土壤，

也有三世纪危机时期的外部条件。

2.1 政策形成的内部土壤

一方面，对于一众行伍出身的皇帝，受军人的拥护而

登高位，如马克西米努斯、德西乌斯、瓦勒良等。他们权

力不属于帝国，而来源于军队。这也造成了他们首要服务

对象是罗马军队而非罗马公民，并以此影响到了他们在帝

国执政中的倾向，折射出先军倾向的政策变化。在科瓦略

夫的《古代罗马史》中表明：“塞维鲁最后使帝国有了军事

性质。”如果说，塞维鲁王朝给出身行伍的“军营皇帝”如

何驾驭帝国上做出了表率，那么随之走马观花的“军营皇

帝”的更迭，则加重了帝国的军事化色彩。权力为权力的

来源负责，自然也产生出了先军政策的内部土壤。

2.2 政策形成的外部条件

另一方面，三世纪危机中，帝国在内部分裂和外部边

患的问题十分突出，内忧外患使帝国在军事上的诉求日益

增多。由于军队的贪欲日益膨胀，军队发生了不断的反叛。

帝国的内部分裂问题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公元 258

年，波斯图慕斯被高卢军队拥立为元首，帝国的西部分裂

为高卢帝国，占据了帝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使帝国的

军事压力陡增，严重困扰了帝国稳定；公元 235-285 年

间，罗马帝国在边疆的问题凸显，加剧了帝国外部的动乱。

这是由于东面波斯人与北面日耳曼人的入侵共同造成。帝

国的外部环境的不断恶化，促使罗马帝国需要将更多的政

治资源投入到军队之中，从而应对边疆地区的入侵。出征

在外的军队的花费是永远比驻扎在行省待命的军队花费要

多得多。疲于奔命处理边疆安全问题，使得投入军队的代

价不断水涨船高，导致皇帝的先军倾斜愈加明显。内部分

裂与外部动荡两者并行，成为了先军政策的必然条件。

3 先军政策的实施
三世纪危机时期，罗马帝国进入了长时间段的混乱。

罗马皇帝被不断拥立与谋杀之间来回切换，政治进入了十

分无序的阶段。多数罗马皇帝的足迹遍布帝国疆场，而

非中心罗马，元老院进一步地式微，很难系统性地施政治

理。皇帝越来越多地通过敕令或书信遥控统治，并不考虑

元老院。由于精力和政治声望的有限，皇帝们不得不将军

人的利益置于优先地位，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

先军治理的倾向在多个方面得以体现。然而受限于时代的

局限，这些努力往往难以将帝国从风雨飘摇的境地中挽救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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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经济掠夺，补充军需

传统观点认为，三世纪是一个战争无处不在的时代，

战争导致罗马帝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军事需求成为三世纪

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军队是帝国维系生存的关键力量，

但同样地，军队也是一部庞大的消耗机器，皇帝无法节省

军事预算。在帝国的达契亚，多瑙河流域，饱受战争的摧

残，经济活动难以为继。和平时期，驻扎在当地的军团不

仅是生产物质的消费者。并且随着驻扎时间的增长 , 士兵

又成为了当地的生产者。受他们时代思想倾向的影响 , 尽

管士兵有着很可观的收入 , 但是 , 他们仍然想尽可能成为

物质生产者减少花费 , 他们或者经商 , 或者务农 , 或者从事

制造业。而在动荡期，军队忙于战争，使当地的经济活动

趋于停滞。由于战事的吃紧，罗马皇帝面对军纪废弛的士

兵和战事需要，容许军队就地补给。这些军队在皇帝的纵

容下，露出了丑恶本性。军队肆意征用葡萄酒、小麦、大

麦和橄榄等民生物资，并随意占据私人财产驻扎。政府虽

偶有补偿，但多数情况下以“保障文明安全”为由搪塞，

无视民众损失。除此之外，罗马皇帝及其统治阶层自上而

下的经济掠夺。同样带来了同样巨大的破坏。帝国长期处

于“四面受敌的情况”下 , 军事化的官僚集团 , 无论是政府

的或是行省的官吏，其行为都和士兵无异。罗马皇帝常常

要求行省官员和帝国臣民遵循“个人是为国家利益而存在

的，必要时必须为国家牺牲个人利益 ”这一古老原则，进

行多余的税收和自愿的捐赠。一旦他们不能满足或者某些

原因拒绝，那么政府便会没收他们的财产。为支付军饷，

帝国不断削减银币含银量，致使货币迅速贬值。从 215 年

起，安敦尼币和狄纳里币的银含量由 50% 降至 268 年仅

2.5%，重量也由 5.11 克减至 2.8 克。此类竭泽而渔的手段

虽缓解财政压力，加剧了本已脆弱的经济危机。

3.2 军事行政，权力边缘

在三世纪危机期间，皇帝的合法性和统治地位往往取

决于军队的支持。许多皇帝通过军事政变、军队支持或战

争胜利上台，而不是通过传统的政治继承或元老院的批准。

军队成为帝国行政体系的核心，军政高度合一。随着局势

的不断动荡，帝国的统治不稳定因素逐步上升，传统的行

政体系逐渐失效。公元 249 年后，皇帝将重心转向军事事

务，原本专注于民政与司法的职责被边缘化。尽管地方经

济困境和权力模糊可能导致诉求激增，但并无证据显示皇

帝亲自处理了这些请求。当帝国陷入战争之中，皇帝需要

把握好最重要的一项职责，便是指挥参与战斗的军队。由

于该时期的军事威胁不断加剧，皇帝的军事职能变得愈发

重要。这也造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罗马城失去了权力中

心的光辉，皇帝经常不呆在罗马，而是和军队一起身处上

百英里之外。出身色雷斯的野蛮人皇帝——马克西明，在

统治的 3 年中他始终懒得去罗马或者意大利走一走。即便

出身贵族，瓦勒良亦在公元 254 年登基次年离开罗马，前

往东部安提阿，并在周边设立战地指挥部。军事沿线城市

政治地位逐步上升。像阿奎莱亚、拜占庭等城市在皇帝发

布命令和决策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罗马城的

边缘化，却也导致了皇帝权力根基的脆弱。

3.3 铁腕治教，恢复传统

自元首制在罗马建立之后，罗马皇帝不仅成为了罗马

帝国在政治上的领袖，也在罗马精神领域成为了象征性的

权威，承担着维护国家稳定和文化传统的责任。罗马皇帝

的权威与宗教高度联系，渗透到帝国角落。从公元前 12 年

起 , 奥古斯都正式担任最高祭司。此后每逢新年那天 , 包

括元老、官员、及其军队都要宣誓效忠罗马皇帝。在朱里

亚—克劳狄王朝时期 , 形成了后来的皇帝将前任皇帝作为

神来崇拜的惯例，并一直延续了下去。而按照以往传统，

每一任皇帝即位后，都会要求城内各个社区进行献祭，以

此强化皇帝的神性。公元 250 年，罗马皇帝德西乌斯发布

敕令，强制要求全体罗马公民向罗马神祇献祭。此举引发

了拒绝多神崇拜的基督教的严重反抗，造成了大规模的冲

突。随后，加卢斯和瓦勒良继位后纷纷效仿，重新实施这

一政策，对基督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皇帝需要用铁腕重

塑军队的信仰。由于军队的合法性来自于皇帝，军队作为

一种高级的社会组织，皇帝崇拜需要通过一种包容的宗教

仪式系统与军队联系在一起，在这个系统中，军队保持对

这个多神体系的信仰是十分关键的。而在三世纪危机时期，

军队标准被军队奉为神明，在基督教努力发展壮大的年代，

这种排他性尤为明显。基督教拒绝服兵役的立场与皇帝的

旨意相悖，严厉的打压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强化思想终

究不是一蹴而就。尽管皇帝的铁腕政策足够强硬，但受限

军营皇帝统治短暂，这种恢复传统的手段难以持续贯彻。

更多时候，铁腕政策带来的往往是冲击，而非根本性的改

变。复古之潮变得寸步难行。

4 结语
三世纪危机时期的先军政策虽然在短期内通过加强军

队的地位和权力，帮助军营皇帝们稳固政权，但这一政策

的长远影响却加剧了帝国的动荡与不稳定。军队成为了帝

国政治的核心，近卫军和军团的角色变化直接影响了罗马

帝国的统治结构。本质上使皇帝的权威出现了松动，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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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皇帝长期执政。同时，皇帝们在强化军事力量的同时，

也不得不通过对宗教和思想的铁腕干预来巩固统治。然而，

先军政策的局限性和军营皇帝的短命特点，使得这些政策

难以持续和深远地影响帝国的发展。即使在一些有为的皇

帝领导下，尝试削弱军队的影响并强化皇权，依然未能从

根本上解决帝国的危机。这一剂猛药试图重振帝国，但在

多事之秋的三世纪，帝国难以承载这剧烈的副作用。三世

纪危机中的先军政策不仅未能挽救罗马帝国的命运，反而

为其后续的衰落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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